
摘 要：生态语言学视语言为影响人类和其他物种生存与健康的重要因素。生态话语分

析在生态学框架内通过话语生态分析揭示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

社会符号观、意识形态观和话语建构论为生态话语分析提供了理论视角，有助于阐释生态话

语如何建构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 揭示话语如何生产和再生产物种主义和人类中心

主义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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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生态和环境的恶化已经为人类的生存敲响了警钟，生态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 1990
年，Halliday（1990/2001： 199）在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指出，物种的毁灭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不仅是生

物学界和物理学界的问题，同时也是应用语言学界的问题。 生态语言学将语言和生态联系在一起，研

究语言如何影响人类与其他有机体和物理环境之间有利于生命持续的关系（Alexander & Stibbe 2014：
105）。 生态语言学以生态问题为导向，研究语言和生态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语言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系统功能语言学把语言看作是用来表达意义的资源，语言的社会符号观、话语建构论和意识形态观为

生态话语分析提供了理论视角。 国内许多学者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对系统功能语言学和生态语言学的

关系进行了探讨（辛志英、黄国文 2013；何伟、张瑞杰 2017；黄国文 2017），本文将探讨运用系统功能语

言学的理论阐释生态话语如何建构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 揭示生态话语背后的生态观念和意

识形态。

二、从生态语言学到生态话语分析

生态语言学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成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但语言学对生态和环境问题的关注其

实由来已久（Fill &Mühlh覿usler 2001： 1）。 早在 19 世纪，德国哲学家洪堡特已经开始关注人类语言的

多样性问题。 20 世纪初，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探讨了语言与其物理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 而正式将

语言与生态联系在一起并开创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是 Haugen， 他在 1970 年的一次会议发言中阐述了

“语言生态”的思想，与之前有人提出的“语言生态”这一概念相比，Haugen 的语言生态思想产生了更

为深远的影响，生态语言学的豪根模式（Haugenian approach）应运而生，并在语言习得、双语和多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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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多样性、语言消亡和恢复等研究领域产生了影响（Fill 2001；Steffensen 2007；黄国文、赵蕊华 2017：
586）。 豪根模式主要研究语言与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涉及双语现象、语言规划、语言及使用语言的

社团、语言的生态类型、语言地位、语言 使用者及其 社会阶层、宗 教背景和 宗教因素（Haugen 1972：
325； Boguslawska- Tefelska 2016： 16）。 因此，Haugen 所说的环境指的是使用某一语言的社团及其社会

因素。 豪根模式把语言生态看作是一个隐喻，语言被比喻为生态系统中的物种，不同的语言之间、语言

与其环境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Alexander & Stibbe 2014： 107）。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人们开始关注语言生态的另一个维度，即语言在生态系统中的

作用，特别是语言在环境问题的发展和恶化中的作用（Fill 2001： 43）。 由于 Halliday 在 1990 年的国际

应用语言学大会上强调了语言对环境保护和环境恶化的影响， 这一研究范式被称为生态语言学的韩

礼德模式（Hallidayan approach）（Fill 2001； Steffensen 2007；黄国文、赵蕊华 2017： 586）。 在韩礼德模式

中，生态是非隐喻的，指的是生物环境（biological environment），即有机体之间及其与物理环境之间的

互动关系（Stibbe 2015： 8）。 Halliday（1990/2001： 198）指出，增长主义的意识形态宣扬经济和社会的无

限增长对环境造成了威胁。语言建构了增长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使其体现在语法系统中。例如，在语言

的对立范畴中（如 big- small），表增长或积极意义的词是无标记的中性词，比如我们会习惯表达“How
fast is the car？ ”而不是 howslow； “Howhigh is the building？ ”而不是 how low； “Howbig is her income？ ”
而不是 howsmall（Fill 2001： 48； Halliday 1990/2001： 194）。 这样的语言特征就会使人把经济增长看作

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追求，把萎缩和减少看作是不可取的现象。
Halliday（2007： 14）提出了系统生态语言学（systemic ecolinguistics）与机构生态语言学（institutional

ecolinguistics）的区分，前者关注语言的表意方式如何左右我们对环境的影响，后者研究语言与语言使

用者之间的关系。这一区分与前文所述的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的划分基本上是一致的。生态语言学

的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表面上看有着本质的差别，但二者都体现了“和平共生”“相互依赖”和“小就

是美”等生态原则，因此，这两个模式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Fill 2001： 43；Steffensen 2007： 8）。
同时，“隐喻的”和“非隐喻的”区分陷入了一个逻辑的悖论：豪根模式的“生态”是隐喻的，因而是虚拟

的；韩礼德模式的“生态”是非隐喻的，因而是真实的。 也就是说，语言可以用来谈论生态，却不是生态

的一部分（Pennycock 2004： 217）。因此，生态语言学应抛弃和消解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的区分，并将

二者融合到一个统一的生态语言科学中（Steffenson & Fill 2014： 16）。 虽然 Halliday 区分了系统生态语

言学和机构生态语言学， 但 “多样性” 是把二者联系在一起的关键 （Alexander & Stibbe 2014： 107）。
Halliday（2007： 13）在谈论语言消亡的后果时指出，人们很容易作出这样的类比：正如物种多样性对于

环境和生态的健康是必要的，语言的多样性对文化和生态—社会的健康也是必要的。 虽然他认为生物

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之间的类比可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但这一类比无疑对打通豪根模式和韩

礼德模式具有启示意义。 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之间是有联系的 （Mühlh覿usler 2003；Fill & Penz
2007），如果本地语言被像英语这样占优势地位的世界语言取代，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话语的损失，这些

话语包含了人们已经学到的关于如何在本地环境中可持续生存的所有知识。 取代这些话语的是不可

持续性社会所推崇的经济增长话语、消费主义话语和新自由主义话语（Alexander & Stibbe 2014： 107）。
生态话语分析在生态语言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主要关注语言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如果把生态

看作是人与他人、其他有机体及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语言的作用就在于人如何建立与他人、其他有

机体及物理环境之间的联系。 生态语言学并不是研究语言在建立各种关系中的作用，而是聚焦语言如

何建立有利于生命持续的关系（Alexander & Stibbe 2014： 104- 105）。生态话语分析大都关注生态话语，
即关于环境和生态的话语，聚焦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阐释语言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对生态话语进行

分析有助于揭示生态话语中人类中心主义、物种主义、消费主义、增长主义等意识形态对生态系统造

成的不利影响。 Alexander & Stibbe（2014： 108）主张，生态话语分析不仅仅是生态话语的分析（analysis
of ecological discourse），而且是在生态框架内开展话语的生态分析（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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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生态话语分析不只是分析生态话语，而是分析任何对生态系统产生潜在影响的话语。 所有话

语都会对人类的行为造成影响，所有的人类行为都会对支持生命的生态系统产生潜在的影响，因此我

们可以在生态框架内对所有话语进行生态分析。

三、生态话语分析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视角

Halliday 在 1990 年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就语言与环境的关系的论述， 充分体现了语言学和语

言学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他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和视角探讨环境问题，这充分体现了 Halliday 所提

出的适用语言学（appliable linguistics）思想，也证明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适用性。 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

一种语言研究的路径，是一个全面的、理论上强大的语言模型，可以用来解决语言使用者在现代社会

中所遇到的许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Halliday 2008： 7）。 就生态话语分析而言，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

会符号观、意识形态观和话语建构论为阐释语言与生态的关系提供了理论视角。

（一）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符号观

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语言的社会性，把语言看作是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是一种社会行为潜势，
并将语言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 语言将人们的“行为潜势”编码为“意义潜势”，然后通过词汇

语法系统编码为“话语”（Halliday 1978： 21）。 因此可以说，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语言使用者根据社会

文化语境在语言系统中通过意义潜势的选择来实现语言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语言是在人类与生态-社会环境（eco- social environment）的互动中通过实施某些重要功能进化而

来的（Halliday 2013： 15）。 生态-社会环境与词汇语法系统的界面是语义。 语言的表意能力是通过我们

的选择激活的（Halliday 2013： 35-36）。 根据语言系统的层次观，语言系统体现为选择关系，语境激活

了语义选择，继而激活了词汇语法选择。 任何选择都是由语言所要实施的功能来决定的。
在生态话语中，语言选择具有目的性，许多破坏话语需要在一定的生态-社会环境中才能得到解

释。 例 如， 人 们 为 了 达 到 砍 伐 森 林 的 目 的， 将 primary forest （原 始 森 林） 称 作 decadent forest 或

overmature forest；将砍伐（logging）美化为 harvesting，或者表述为 foresters cull trees， remove pest species。
有些模糊话语也是有意图的。 例如 global warming 被 climate change 替代后，前者所传递的生态危机感

被模糊化，变成了语义宽泛的气候变化。 同样，economic growth 把经济增长表达为一种自然的过程和

现象，模糊了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 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有些模糊话语需要改进，如

将 seal pup 称作 seal baby，可以增强人们对野生动物的认同，减少猎杀行为。语言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现

象就是有益话语的空缺。 例如，英语和汉语中都没有被词汇化的表达“垃圾分类”（to separate garbage）
的独立词语，也缺乏一个表达“将一种物品运送到其他盛产该物品的地方”的词语，英语中虽然有 carry
coals to Newcastle 这一短语，但并没有一个被词汇化的词语（Harré et al. 1999： 31）。 汉语中也是如此，
比如某瓶装水的广告把自己称作“大自然的搬运工”，很少有人质疑为什么要把水运到不缺水的地方，
瓶装和运输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 我们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描述这种为了商业利

益而多此一举的行为。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符号观把语言看作是用来表达意义的社会符号和资源。 从生态的角度看，

语言使用者可以通过在意义潜势中的选择表达在生态-社会环境中的经历，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以及

人与其他有机体及环境之间的关系。

（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意识形态观

意识形态是 对现实世界 的表征， 是建 立、 维持和改 变权力、 支 配 和 剥 削 等 社 会 关 系 的 手 段

（Fairclough 2003： 9）。意识形态通常借助语言手段隐含在话语中，话语通过灌输、维持或改变意识形态

产生意识形 态效应。 系统 功能语言学 把意识形态 看作是语言 和其他符 号系统中普 遍存在的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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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Rose 2007： 314）。 在某种程度上，一切为意义所作的选择都具有意识形态的动因，一切以意

识形态为动因的选择都具有意识形态效应。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法不是中立的，话语具有意识形

态功能， 语言表达具有意识形态的力量 （Halliday 1990/2001； Halliday 2003； Halliday &Martin 1993）。
Halliday（1990/2001： 179）指出，语法既是人类经验的理论，也是社会行为的原则。 某些语言表达的频

繁使用使人们对它们所表达的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概念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些带有意识形态特征的

意义已经变为常识进入人们的潜意识，Fairclough（1992）把这一过程叫作意识形态的“自然化”。 例

如，英语中用来表达自然资源的名词 water、 coal、 oil、 air、 soil、 steel 等为不可数名词，这就容易使人将

自然资源误解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限存在。 语法识解现实的方式可以影响人们的世界观，并对人

类的健康和自然生态带来不利的影响。 语法在识解我们的经验过程中建构了增长主义的意识形态，而

增长主义的意识形使人们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却忽略了增长背后所付出的环境代价。
生态语言学把语言看作是影响人类和其他物种生存与健康的重要因素， 生态话语建构人类与生

态系统之间的关系， 而有些话语在建构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同时生产和再生产了人类中心主

义（anthropocentrism）和物种主义（speciesism）的意识形态。 生态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揭示人

类中心主义和物种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生态话语中的运作机制以及语言选择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效应。
人类中心主义与物种主义以各种方式体现在话语中。 例如，语言不接受其他物种的施事者（agent）地

位，因此不会有“What’s the forest doing?” 这类表达。 即使存在这样的表达，人们一般会把它理解为

“Why is the forest there? Remove it!”， 而不会从森林保持水土和维护生态平衡的角度来回答这一问题

（Halliday 1990/2001： 194）。 人类通常运用距离化（distancing）策略将自己和其他物种区分开来。 一方

面，语言常常使用不同词汇系统来指代和描写人类和其他物种，如代词的区别以及 skin—hide、 flesh—
meat、 胖—肥、长胖—长膘、舌头—口条、吃饭—吃食儿、手—爪、脚—蹄、食品—饲料等对应词的区别

都 是 显 而 易 见 的。 另 一 方 面， 词 汇 的 搭 配 也 表 现 出 排 他 性， 比 如 think、 know、 believe、 amiable、
sympathetic 等词汇一般不与表示动物和植物的词汇搭配。

就生态语言学的意识形态分析而言，问题不在于意识形态是否正确，而是意识形态是否鼓励人们

保护或破坏支持生命的生态系统， 生态语言学所做的就是衡量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是一致的还是

相违背的（Stibbe 2015： 23）。

（三）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话语建构论

受建构主义思想的影响，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话语建构论把语言看作是建构现实的手段和途径，即

语言在表征我们的经验时并不是被动地反映经验， 而是以词汇语法为动力主动地建构各种范畴和关

系。换句话说，语法识解经验并建构由事件和事物构成的世界（Halliday&Matthiessen 1999： xi， 17）。系

统功能语言学的话语建构论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建构观是一致的。 Halliday（1990/2001： 179）指出，语言

并不是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主动地创造现实。 批评话语分析的建构观认为，语言作为具有高度建构

性的媒介不是中立的，因而不存在中立的现实表征。 话语不是被动地反映或仅仅描写世界，而是一种

行为，不同的话语建构的是不同的世界（Fowler 1991： 4）。话语建构是通过语言使用者在语言系统中的

选择实现的，不同的语言选择所产生的建构效应（constructive effect）是不同的。
生态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揭示话语如何建构人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人与其

他生命体之间的关系。 Stibbe（2012： 20）指出，动物被社会建构的方式影响人类社会对待它们的方式。
无论是英语的“animal”还是汉语的“动物”通常是不包括人类的，这种语义上的区分拉开了人与动物的

距离，强化了人与动物的差别。 在英语中，表达肉类的词语（如 beef、 pork）与表达动物的词语（如 bull、
pig）是没有联系的，这就隐去了人类在获取这些肉食时动物所承受的痛苦及背后的杀戮。Stibbe（2003）
通过对主流话语和猪肉产业话语的分析，揭示了话语是如何建构人与猪的关系的。 工业化使人与猪的

关系越来越远，除了出现在侮辱性语言中，人们很少有机会与猪面对面地接触，猪肉产业话语将猪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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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为机器和物体，从而将人类对猪的某些残忍做法合法化。
语言使用者在语言系统中的不同选择会产生不同的建构效应。 动物在人类的生活和整个生态系

统中充当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发挥着各种各样的功能，但语言的选择对人与动物的关系的建构发挥着

重 要 的 作 用 。 例 如 ，the Earth community、 the greater community of life、 a unique community of life、 a
magnificent diversity of cultures and life forms、 the joyful celebration of life（Newman 2009： 101）之类的表达

方式把人类、动物和其他生命形式建构为同一个社团的平等成员。

四、结束语

系统功能语言学为阐释语言与生态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视角。 就语言与生态的关系而言，无论

是语言多样性还是生物多样性，都是生态话语分析应该关注的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2003 年《语

言生命力与危机》的报告中指出：每一种语言的消亡都会导致独特的文化、历史和生态知识的消失。 每

一种语言都是人类对世界的体验的独特表达。 因此，对任何一种语言的了解都可能是回答未来一些基

本问题的关键所在。 每当一种语言消亡，我们在理解人类语言的结构模式和功能、人类史前文明以及

世界生态系统多样性的保持时， 证据就会变得越来越少 （UNESCO 2003： 2）。 Wodak &Meyer（2016：
12）将“分析、理解并解释气候变化以及围绕可替代能源生产等诸多争论”列入当前批评话语研究的议

程。 对于生态话语分析来说，研究世界所共同面对的语言和生态问题，更是生态语言学家义不容辞的

社会责任。 生态话语分析的最终目标是提高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建构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生态关系。

参考文献：
Alexander ， R. & A. Stibbe. 2014. From the analysis of ecological discourse to the 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 [J].

Language Sciences 41： 104-110.
Boguslawska-Tefelska， M. 2016. Ecolinguistics：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at the Seam of Life[M].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Fairclough， N. 2003. Analysing Discourse： Text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M]. London： Routledge.
Fill， A. 2001. Ecolinguistics： States of the art [C]// A. Fill & P. Mühlh覿usler （eds.）. 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London： Continuum， 43-53.
Fill， A. & P. Mühlh覿usler （eds.）. 2001. 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C]. London：

Continuum.
Fill， A. & H. Penz （eds.）. 2007. Sustaining Language. Essays in Applied Ecolinguistics[C]. Vienna： LIT Verlag.
Fowler， R. 1991. Language in the News：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M]. London： Routledge.
Halliday， M. A. K.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M]. London：

Edward Arnold.
Halliday， M. A. K. 1990/2001. 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J].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90， 6： 7-36. Reprinted in A. Fill & P. Mühlh覿usler. 2001： 175-202.
Halliday， M. A. K. 2003. Is the grammar neutral? Is the grammarian neutral? [C]// M. A. K. Halliday. 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C]. London： Continuum， 271-294.
Halliday， M. A. K. 2007. Applied linguistics as an evolving theme[C]// J. Webster （ed.）. Language and Education：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London： Continuum， 1-19.
Halliday， M. A. K. 2008. Working with meaning： Towards an applicable linguistics [C]// J. Webster （ed.）. Meaning in

Context： Implementing Intelligent Applications of Language Studies. London： Continuum， 7-23.
Halliday， M. A. K. 2013. Meaning as choice[C] / / L. Fountaine ， T. Bartlett & G. O’Grady （eds.） .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Exploring Cho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5-36.
Halliday， M. A. K. & J. R. Martin. 1993. Writing Science： Literacy and Discursive Power [M].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苗兴伟，赵 云：生态话语的系统功能语言学阐释 45



2018 年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Halliday， M. A. K. & C. M. I. M. Matthiessen. 1999. Construing Experiences through Meaning： A Language-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M]. London： Continuum.

Harré， R.， J. Brockmeier & P. Mühlh覿usler. 1999. Greenspeak：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M]. London： Sage.
Haugen， E. 1972.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ssays by Einar Haugen （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A. S. Dil） [C].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tin， J. R. & D. Rose. 2007. Working with Discourse： Meaning beyond the Clause[M]. London： Continuum.
Mühlh覿usler， P. 2003. English as an exotic language[C]// C. Mair （ed.）. The Politics of English as a World Language.

Amsterdam： Rodopi， 67-86.
Newman， J. 2009. Values reflection and the Earth Charter [C]// A. Stibbe （ed.）. The Handbook of Sustainability Literacy：

Skills for a Changing World. Dartington， UK： Green Books， 99-104.
Pennycock， A. 2004. Language policy and the ecological turn[J]. Language Policy 3： 213-239.
Steffensen， S. 2007. Language， ecology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to dialectical linguistics [C]// J. C. Bang & J. D覬覬r

（eds.）. Language， Ecology and Society： A Dialectical Approach. London： Continuum， 3-31.
Steffensen， S. & A. Fill. 2014. Ecolinguistics： The state of the art and future horizons[J]. Language Sciences 41： 6-25.
Stibbe， A. 2003. As charming as a pig：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igs and humans [J]. Society

and Animals 11： 375-392.
Stibbe， A. 2012. Animals Erased： Discourse， Ecology， and Reconnection with the Natural World [M].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Stibbe， A. 2015.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M]. London： Routledge.
UNESCO. 2003. 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R]. Document ado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Expert Meeting on UNESCO

Programme Safeguarding of Endangered Languages. Paris， 10-12.
Wodak， R. & M. Meyer （eds.）. 2016.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C]. 3rd edition. London： Sage.
何伟，张瑞杰. 2017. 生态话语分析模式构建[J]. 中国外语 （5）： 56-64.
黄国文. 2017. 从系统功能语言学到生态语言学[J]. 外语教学 （5）： 1-7.
黄国文，赵蕊华. 2017. 生态话语分析的缘起、目标、原则与方法[J]. 现代外语 （5）： 585-596.
辛志英，黄国文. 2013.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生态话语分析[J]. 外语教学 （5）： 7-10.

Interpretation of Ecological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MIAO Xingwei1，ZHAO Yun1，2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264209， China）

Abstract： Ecolinguistics regards language a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survival and wellbeing of
the human species as well as other species on Earth.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ttempts to reveal the
rela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 ecosystem through discourse analysis within an ecological framework.
The view of language as a social semiotic， discursive constructionism and the view of ideology i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provid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for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ecological discourse can provide insights into how discourse plays a role in constru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 ecosystem， and in producing and reproducing speciesist and anthropocentric
ideologies.

Key words： ecolinguistics； ecological discourse；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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